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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讨科技企业的组织情绪能力对其创新的影响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新兴主题。本文以我国汽车制造企业员工为例，通过400余份配对问卷调查表明，转换型领导以组织情绪能力为中介对研发员工创新产生正向影响，集体主义导向在转换型领导对组织情绪能力的作用中扮演调节角色。即：当集体主义导向较高时，转换型领导对组织情绪能力的作用越强。本研究有助于增进对中国企业背景下组织情绪能力作用的理解，同时也是对个体创新研究的有益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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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xplo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terprise's organization emotion capability influence on its innovation i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emerging themes. Based on China's automobil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 engaged in technology innova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employees, by using of more than 400 copies of questionnaires show that the organizational emotional capability partly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r&d staff innovation; the collectivism orientation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al emotional capability plays a moderating role. Namely: when collectivism orientation is higher, the role of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on organizational emotional capability stronger, and can further promote the r&d staff innovation. This study will help on the one hand to enhance Chinese enterpris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organization emotional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 of innovation ability, is also a beneficial supplement for individual innova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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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当前，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创新成为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突出重围的关键途径，如何最大限度的推动员工的创新，是企业界和学术界的重要研究课题。随着高新技术企业硬件设施的逐渐完备，学者和企业管理者开始关注软件设施的建设与作用，如组织氛围、情绪劳动、领导行为等软要素对创新行为的影响。关于领导者在创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已经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证实[1]，有关情绪能力对创新行为的影响，国内外很多学者从个人和团队层面展开了探讨，有学者提出情绪会影响组织学习，进而影响组织创新的可能性，但对组织层面的情绪能力，国内学者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虽然近期国外有少数专家开始关注领导风格、组织情绪与创新行为间的关系，如Akgün（2007）的实证表明，组织的自由表达、游戏、体验和认同动态性会显著影响组织内的管理承诺、系统观点、开放实验等层面，进而影响创新绩效[2]。Zhou & George指出，领导者给予的某种支持创新的感知能够为员工在一种动态的组织情绪环境下，提供分享知识、发挥创造性的便利条件[3]。领导风格可能是组织创造力的重要前因变量，转换型领导强调组织整体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促使下属在长远目标的激励下提出新想法，提升创造力的有效性 [4]。但创新行为的产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领导风格对创新行为的交互作用中，存在某种因素会影响二者之间的作用过程，当面临创新性的工作时，领导者的行为会使组织内产生不同的情绪反应，从而影响创新水平的发挥[5]，但是由于相关实证研究甚为匮乏，缺乏更深入的检验证据，研究者们对领导风格、组织情绪能力和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知之甚少。
因此，本研究以从事研发创新工作的员工为调查对象，以领导风格理论和创新行为理论为基础，通过多源配对问卷调查，从组织情绪能力的视角探讨转换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作用，以及集体主义导向在关系中的作用机制。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转换型领导会对组织情绪能力产生影响作用，集体主义导向在其中扮演调剂角色；转换型领导以组织情绪能力为中介变量影响员工创新行为。期望本研究成果能深化企业管理者对于组织层面情绪能力的理解和认知，为企业的创新管理实践提供指导。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1转换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
Burn认为，领导者是组织变革的源动力，转换型领导能通过自身理念与道德价值激发员工的工作动机，最终达到和下属共同提升的目的[6]。在此基础上，Bass界定了转换型领导的四个维度：理念的影响力、精神鼓舞、个别关怀和才智启发，他认为转换型领导通过描绘远景来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通过树立自身的典范形象获得员工的追随与尊重，鼓励员工克服困难并在关键问题上引导员工的创新思维，以实现组织的整体目标，同时关注下属的工作和情感上的个性化需求[7]。
创新是一种包含想法的产生、推动和实践的复杂过程，员工创新行为由个体对问题的认知及观念形成开始，经历创新个体就其创意寻求援助，尝试建立支持者联盟，将创新想法进行实践，建立创新原型或模型，最后形成商品化产品或服务的多个阶段[8]。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活动和创新行为，个体可以在任意时间参与到这些行为中去。基于此，我们将员工创新行为定义为员工在组织活动中，产生、引进和应用有益的新颖想法或事物的过程，包括设计出新颖、有用的产品，规划新的工艺流程，或者提出新观点、新建议等行为。
已有研究表明，转换型领导是员工创新行为的重要前因变量，其关注的是组织的长期发展目标，注重激发组织成员潜力，鼓励员工进行原创的突破性创新，相比其他领导风格，转换型领导能够引发员工在领导支持创新方面的感知，这种感知能够更好的激发员工内部工作动机，驱动员工自主的进行创新工作[9,10]。转换型领导对于员工的鼓励和认可能够增强员工的领导认同，这种紧密的上下级关系能够降低员工对于创新风险的评估，从而敢于尝试创新构思，激发员工的创新积极性[11]。转换型领导通过对员工传递发展愿景和管理理念，提升下属的组织归属感和忠诚度，鼓励员工专注于自身的创造性工作，更好的服务于组织内部；对员工给予个性化的情感关怀，为员工设立长远目标，建立良好的上下级关系，使员工敢于建言，提出新颖和具有创造力的想法[12]；通过各种途径激发员工自主创新意识，鼓励员工打破常规，运用新方法和新思路解决老问题。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转换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1.2组织情绪能力的中介作用

组织情绪能力是组织感知、检测、调控组织情绪资源，并利用组织制度、规范等管理方式疏导、表达内部情绪的能力[13]，它能够监控、调整组织情绪以适应组织的长期发展。在组织层面上，不同的领导风格会给成员带来不同的情绪感受，转换型领导是一种情感型领导，本质上就是通过个人的人格魅力和榜样力量来影响下属的过程，这种类型的领导拥有令员工心悦诚服的特质，能成为员工的角色典范，转换型领导对员工的才智启发和人性化管理，让员工感受到他们的关怀、照顾和喜爱，从而增强员工的工作舒适感和信任感，刺激员工更有效的从事情绪性劳动，激发员工的团队意识和组织认同感，从而在工作中表现出更多的互助行为和紧密的成员情感联系[14,15]。当员工感受到领导的关心和支持时，会产生一种积极的心境，具有积极心境的个体在解决创造性问题的任务方面，能表现出更好的创造力与效能[16,17]。此外，转换型领导注重激发员工的内部动机，关注组织员工的情绪波动，能够将不利于组织发展的内部情绪控制在可控范围内，引导组织内有利于目标实现的正面情绪[18]。Rhee (2007)研究也表明[19]，组织内的情绪氛围往往与领导的行为和管理风格有关，当组织内情绪氛围积极时，积极情绪分享会使组织内部出现更多的扩展和开拓性互动，此类互动会影响组织创造力、成员的满意度和组织学习，组织整体处在积极的情绪中，有利于团队成员的认知拓展和自主性的提高，组织成员更愿意在他的人想法上进一步提出新想法，把任务往前推进，促进创新行为。
作为一种情绪性劳动[20]，创新的执行过程会受到多种情境因素的影响，如领导风格、工作环境、个人能力等，其中也包括情绪。组织是由个体组成的整体，组织内的每个独立个体都会受到个人及他人情绪的影响。情绪对于组织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概念，组织情绪是组织内所有成员对情绪交换、人际交往、领导风格、组织政策的感知，这种感知会反作用于员工个体，情绪能力的运用有助于员工理解领导的管理行为，组织情绪能力与领导行为可视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两者可能存在交互作用而影响个体的创造性角色认同，具有创造性角色认同的员工能够更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新方法，创新水平也更高[21]。情绪能力较强的组织其情绪调控能力更强，能为组织内营造积极、轻松的情绪氛围，为组织内的个体提供放松、舒适的情绪体验，组织成员会感受到较多的欢乐和正能量情绪，内部成员之间会开展更多探索性的互动活动，这些活动都有利于员工的创新行为、发散性思维、员工满意度、组织学习等。组织成员的利他行为使成员能够理解他人的心境，在工作中察觉其他成员细微的情绪变化，并解读背后的信息，从而及时调整内部的情绪氛围，引导组织整体的情绪动向[22,23]。组织内的良好情绪有利于成员之间的沟通合作，会促进成员之间的组织公民行为，进而影响组织内的知识共享，而知识共享和组织公民行为都是组织创新和个体创新的重要影响因素[24]。情绪能力的运用有助于员工理解领导的管理行为，组织情绪能力与组织公民行为可视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两者可能存在交互作用而影响个体的创造性角色认同，具有创造性角色认同的员工能够更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新方法，组织的创造力水平也更高[25]。
转换型领导通过自身魅力影响、关怀下属、精神鼓舞等方式塑造组织的情绪能力，具有较强情绪能力的组织能将转换型领导在个人和组织上的作用力转化成有利于创新的个人感知，组织情绪能力一方面通过影响个体的情绪感知来影响创新的内部动机，另一方面通过影响组织内部的人际交往、知识分享和情绪互动，对员工的创新行为发挥影响作用。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转换型领导对企业的组织情绪能力有正向影响作用。
H3：组织情绪能力在转换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1.3集体主义的调节作用
Triandis ( 1995 )认为[26]，集体主义会努力使个人目标与集体目标保持一致，当二者发生冲突时，集体主义者会以集体目标为主，不惜牺牲个人利益；集体主义者会以集体规则为行为指导，在划定的范围内做出行动；集体主义者乐于与他人分享信息资源，做出的行为往往受到集体内其他成员的影响。集体主义与组织内的领导行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转换型领导通过理想化影响、精神鼓舞、个性化关怀等将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结合在一起，集体主义者以组织整体目标为先，期望将个人与集体建立长期发展关系，因此，转换型领导与集体主义具有天然的相似性[27]。
组织情绪能力作为整合和调控内部情绪的系统能力，并不会自发形成，它有赖于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团队之间、团队与团队之间的沟通与协调，以及个体情绪的整合与互动。组织情绪能力很大程度上受到组织文化的影响，集体主义（collectivism）作为组织文化的重要维度之一，可能会促进或者阻碍组织情绪能力的形成，低集体主义导向下，员工的个人主义较强，竞争意识胜于合作，在较强的竞争氛围下，个体间和团队间的沟通交流必然减少，组织成员的忠诚度和紧密度可能会在个人主义影响下变得比较松散，当组织的资源或者内部关系不能满足个人的发展需要时，员工会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而离开组织[28]；高集体主义导向下，员工对于组织具有较高的认同感，会为了提高组织效能积极表达个人的观点和想法，个人会将集体利益放在优于个人利益的位置，并将自己的情感与行为与集体保持高度一致，不会有“墙头鸟”为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而试图打破内部的情感平衡[29-32]。
转换型领导营造的乐于分享和沟通交流的环境氛围将有利于组织内的情感交流和情绪疏导，在集体主义文化的影响下，转换型领导可以通过自身的领导力感召和人性化的关怀使组织成员为了组织目标凝聚在一起，紧密的情感联系有利于组织层次情绪能力的不断整合和提高。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4：集体主义导向会调节转换型领导与企业组织情绪能力之间的关系。
2 研究方法
2.1研究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所选取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国内整车制造企业及汽车零部件的生产制造企业，主要涉及中国重汽、上海汽车、东风汽车、三角轮胎、采埃孚转向机、威伯科汽车控制系统、雷帕德弹簧等汽车制造相关企业。为避免同源误差和共同方法偏差问题，本研究采取多源问卷调查的方式，其中转换型领导、组织情绪能力和集体主义导向问卷由从事研发创新工作的一线员工填答，员工创新行为由企业研发主管或高层管理填写。通过纸质版和电子版两种方式发放调查问卷，共发放问卷625份，回收问卷563份，有效问卷469份，问卷回收率为90%，其中有效样本回收率为83.3%，总体情况比较理想。
在469个样本中，我们发现从事研发创新工作的员工中男性员工占大多数，达到73.4%，这与员工的工科出身背景有关；年龄层次上，青壮年（25-35岁）占大多数（71.1%）；在受教育程度上，本科和研究生居多，比例为61.7%和29.5%；任职年限上， 3-5年、6-10年和10年以上分布较平均，工作年限在1-2年较少，只占12.9%；在岗位级别上，以基层为主，占88.4%，其次为中层，占10.1%。从以上信息可见，汽车制造行业中从事研发创新的员工以基层、高学历的中青年为主。
2.2变量选取与测量工具
本研究调查文件的研究变量为转换型领导、组织情绪能力、集体主义和员工创新行为，此外，问卷内容还包括调查对象的个人背景资料。问卷采采用Likert 五点量表进行测量，其中，1代表非常不符合，5代表非常符合。具体测量工具如下：
（1）转换型领导。采用Avolio和Bass等研究者使用的多因素领导问卷（Multifactor Leadership Questionnaire ，MLQ）[33]。MLQ量表是区分有效与无效领导者的重要工具，容易操作，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其中包括理想化影响、精神鼓舞、个别关怀、才智启发四个方面。转换型领导测量问卷共20个项目，代表性题项有：“我的主管是我值得追随学习的典范”、“我的主管能促使我投入当前的工作任务”、“我的主管能在我困惑时给予指导”等。
（2）组织情绪能力。参考Akgün Halit Keskin（2009）、Huy（1999）等人文献中的测量工具[34,35]，结合对中国重汽集团技术中心研发人员及沃德零部件研发部门员工的深度访谈补充修改，形成了组织情绪能力的测量问卷。其中包括鼓舞、自由表达、情感体验、合作交流、组织包容、身份认同六个方面。此问卷经过访谈修改和专家效度检验后，在长春一汽、长安汽车、江淮汽车等11家大型整车制造企业进行预测试，经项目检验、信度效度检验及内容修订后，最终形成正式的测量量表。此问卷包括20个测量题项，代表性题项有：“我们企业有能力调节和疏导组织内部的负面情绪”、“我们企业中，不同的群体情绪之间有相互沟通的渠道和桥梁”、“员工们能察觉到细微的组织情绪线索并能解读、理解背后的信息”等。
（3）员工创新行为。本研究采用Scott 和 Bruce开发的员工创新行为量表[36]。此量表从想法产生，到寻求创新支持，再到创新想法的实践等几个层面来测量员工在组织内的创新行为，共6个测量项目。代表性题项有：“在工作中，我会主动应用新技术或新方法”、“我会像别人推销自己的新想法”、“我经常会产生一些有创意的点子”等。

（4）集体主义导向。本文中我们采用Dorfman和Howell编制的量表[37]，将集体主义作为一个总体维度考虑，共5个测量题项。代表性题项有：“我们企业认为，被你的工作群成员接受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企业认为，群体成功比个人成功更重要”等。
（5）控制变量。本研究选择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工作年限、岗位级别五个人口统计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对性别做虚拟变量处理，男性为“1”，女性为“2”；年龄以4段划分，从1到4分别代表小于25岁、25-35岁、35-45岁、45-60岁；教育程度从1到4分别代表高中、大专、本科、研究生四个级别；工作年限按四段划分：1-2年、3-5年、6-10年、10年以上；岗位级别从1到3分别代表高层、中层、基层。
3 研究结果
3.1测量工具的信度和效度
在进行假设检验之前，我们首先对测量工具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本研究采用Cronbac[image: image2.png]


s α系数检验测量工具的信度，结果显示，转换型领导量表的α系数为0.96，组织情绪能力量表的α系数为0.96，集体主义导向量表的α系数为0.80，员工创新行为量表的α系数为0.92，研究变量的信度系数均高于0.7，各量表均具有良好的信度。我们对转换型领导、组织情绪能力、员工创新行为、集体主义导向四个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如表1所示。由拟合结果指标可知，四因子假设模型的拟合情况最为理想，(2（183）=749.819，p<0.001； (2/df =4.097；RMR=0.042；RMSEA=0.081；TLI=0.911；CFI=0.923。我们进一步检验了单因素模型的拟合情况，并与假设模型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单因子模型的拟合情况并不理想（(2=1280.070； (2/df =6.667），四因子假设模型的区分效度明显优于单因子模型。   
	表1  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拟合指标

	模型
	(2
	df
	(2/df
	RMR
	RMSEA
	TLI
	CFI

	假设模型：四因子
	749.819
	183
	4.097
	0.042
	0.081
	0.911
	0.923

	备择模型：单因子
	1280.070
	192
	6.667
	0.081
	0.124
	0.819
	0.839


3.2研究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本研究涉及主要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描述性分析如表2所示，结果表明，本研究涉及变量中，转换型领导和组织情绪能力、员工创新行为显著正相关，组织情绪能力与员工创新行为正相关，集体主义导向与组织情绪能力显著正相关，因变量与结果变量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性，为后续回归分析提供了条件。
	表2  研究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7
	8
	9

	1.性别
	1.27
	0.44
	1
	
	
	
	
	
	
	
	

	2.年龄
	2.24
	0.60
	.219**
	1
	
	
	
	
	
	
	

	3.教育程度
	3.19
	0.64
	.001
	-.028
	1
	
	
	
	
	
	

	4.工作年限
	2.68
	0.98
	.153**
	.621**
	-.166**
	1
	
	
	
	
	

	5.岗位级别
	2.88
	0.35
	.024
	-.263**
	.052
	-.293**
	1
	
	
	
	

	6.转换型领导
	4.22
	0.57
	-.062
	-.076
	-.027
	-.076
	-.011
	（0.96）
	
	
	

	7.组织情绪能力
	3.76
	0.66
	-.021
	.014
	-.075
	-.052
	-.027
	.624**
	（0.96）
	
	

	8.员工创新行为
	3.90
	0.67
	-.135**
	.003
	.043
	-.021
	-.080
	.465**
	.511**
	（0.92）
	

	9.集体主义导向
	3.85
	0.68
	-.075
	.034
	-.099*
	-.009
	-.006
	.452**
	.554**
	.283**
	（0.80）


注：对角线上的数值为变量的Cronbac[image: image4.png]


s α信度系数；*和**分标表示p<0.05，p<0.01。
3.3研究假设检验
本研究采用Baron和Kenny的中介效应检验步骤来验证转换型领导与组织情绪能力、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以及组织情绪能力在转换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38]，如表3所示。
由模型2和4可知，在控制了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工作年限和岗位级别等变量后，转换型领导对组织情绪能力（β=0.624，p<0.001）和员工创新行为（β=0.462，p<0.001）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分别解释了结果变量40.1%和23.8%的变异量，研究假设H1和H2得到支持。将转换型领导与组织情绪能力同时放入回归方程，结果显示，组织情绪能力对员工创新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模型5，β=0.514，p<0.001），与未放入组织情绪能力相比（模型4），转换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作用明显降低（模型6，β=0.232，p<0.001），这表明，组织情绪能力在转换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研究假设H3得到验证。
	表3  组织情绪能力的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组织情绪能力
	员工创新行为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控制变量
	
	
	
	
	
	

	性别
	-0.019
	0.008
	-0.136**
	-0.116**
	-0.126**
	-0.119**

	年龄
	0.086
	0.109*
	0.038
	0.056
	-0.006
	0.015

	教育程度
	-0.091
	-0.069
	0.041
	0.058
	0.088*
	0.083*

	工作年限
	-0.128*
	-0.089
	-0.041
	-0.011
	0.025
	0.021

	岗位级别
	-0.037
	-0.014
	-0.080
	-0.063
	-0.061
	-0.058

	自变量
	
	
	
	
	
	

	转换型领导
	
	0.624***
	
	0.462***
	
	0.232***

	中介变量
	
	
	
	
	
	

	组织情绪能力
	
	
	
	
	0.514***
	0.369***

	R2
	0.016
	0.401
	0.027
	0.238
	0.288
	0.320

	△R2
	
	0.385***
	
	0.211***
	0.261***
	0.293***

	F
	1.513
	51.464***
	2.618*
	24.113***
	31.088***
	30.993***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同下。
本研究采用层级回归分析检验集体主义导向对转换型领导与组织情绪能力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为避免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我们对所有变量均进行了中心化处理，对处理后的变量再构建交互项，结果显示，集体主义导向对组织情绪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模型 8，β=0.335，p<0.001），集体主义导向对于转换型领导与组织情绪能力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模型9，β=0.073，p<0.05），验证了研究假设H4。
	表4 集体主义对转换型领导与组织情绪能力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检验

	变量
	组织情绪能力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控制变量
	
	
	

	性别
	-0.019
	0.029
	0.026

	年龄
	0.086
	0.071
	0.068

	教育程度
	-0.091
	-0.038
	-0.033

	工作年限
	-0.128*
	-0.074
	-0.072

	岗位级别
	-0.037
	-0.022
	-0.023

	自变量
	
	
	

	转换型领导
	
	0.473***
	0.475***

	集体主义
	
	0.335***
	0.328***

	交互项
	
	
	

	转换型领导*集体主义
	
	
	0.073*

	R2
	0.016
	0.488
	0.493

	△R2
	
	0.472***
	0.476***

	F
	1.513
	62.736***
	55.922***


图1展示了集体主义导向在转换型领导与组织情绪能力之间的调节效应，黑色实线代表高集体主义组中转换型领导风格对组织情绪能力的影响关系，黑色虚线代表低集体主义组中转换型领导风格对组织情绪能力的影响，两曲线呈交叉趋势，表明交互效应存在。如图2所示，集体主义导向在转换型领导与组织情绪能力之间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对于高集体主义导向的员工来说，转换型领导有利于组织情绪能力的提升，领导者对下属的关怀使个体感受到来自组织的温暖，在精神上的鼓舞能增强下属的工作积极性，领导者个人的模范典型形象使员工自愿追随，提升组织凝聚力，有利于组织情绪能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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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40余家汽车制造相关企业的问卷调查，探讨了转换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转换型领导会对组织情绪能力产生正向影响作用；组织情绪能力在转换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集体主义导向对转换型领导与组织情绪能力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
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第一，关于组织情绪能力的研究，国际上的研究方兴未艾，国内相关研究并不多见。本研究对于转换型领导正向影响组织情绪能力研究假设的验证，表明了转换型领导所包含的理想化影响、精神鼓舞、才智启发、个别关怀都会对组织情绪能力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此研究结论证明了转换型领导是影响组织情绪能力的重要前因变量，拓展了领导风格理论的研究视角，也是组织情绪能力相关研究的重要新发现。此外，本研究验证了组织情绪能力对于员工创新行为的正向作用，将组织情绪能力扩展至创新行为领域，对丰富员工创新行为理论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第二，组织情绪能力在转换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在已有的研究中，相关学者已经意识到创新是一种情绪性劳动，从这一角度出发，探讨了情绪劳动、团队情绪氛围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12][19][23]，但多数研究还停留在个体和团队的研究层次，关于组织层面的情绪能力对创新行为的影响，国内相关实证研究甚少。创新具有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的特点，作为一种情绪的加载过程，员工完成创新工作不但需要领导者给予相应的鼓舞、认同和关注，还需要组织的情感支持。组织情绪能力能够调节和疏导内部情绪和员工的不良感知，为员工提供适宜创新的工作环境以增加创新的内部驱动力。本研究基于组织情绪能力层面的分析，为系统探究领导风格对创新行为的影响提供了新视角。
第三，本研究首次验证了集体主义导向在转换型领导与组织情绪能力之间的调节效应。当组织内的集体主义导向较强时，组织成员的感知和行为会趋于统一，领导者的鼓舞和关怀会增强组织的凝聚力，促进组织成员行为的一致性，转换型领导对组织情绪能力的影响作用也更强，反之，当组织内的集体主义导向较弱时，个人主义占主导作用，领导者的影响在个人身上会产生不同的作用，组织成员更关注自身的情绪感受而忽略组织整体的统一，成员之间的相互抵制和竞争会降低组织的一致性和行动力，转换型领导对组织情绪能力的影响作用也会减弱。本研究将领导与组织情绪能力的关系研究置于特定的中国文化背景情境下，挖掘了集体主义导向的情境作用，为组织情绪能力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情境支持。
本研究对企业管理实践也具有一定启示：企业领导者可以通过相应的管理策略，如：树立自身的典范形象、建立包容开放的企业文化、营造人性化的工作氛围等来提升组织情绪能力，并通过强化组织情绪能力的影响作用来推动员工创新；通过营造企业的整体氛围，建立员工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增强企业凝聚力，通过集体主义导向与领导行为的交互作业，提升企业的组织情绪能力，实现领导效能最大化。
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研究属于横断面研究，不能严格的说明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该考虑采取纵向研究设计，在不同的时间点收集数据；其次，在围绕组织情绪能力的研究中，所选取的领导风格变量有限，今后可关注其他类型的领导风格（如交易型领导）的影响作用；第三，本研究仅关注了组织情绪能力对个体层面创新行为的影响，未来研究课题应关注不同层面（团队创新与组织创新）的交互和跨层次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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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集体主义对转换型领导风格与组织情绪能力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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